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产业升级
−基于“人”和“地”要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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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在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以 2006—2020 年全国地级市为样本对“宽带中

国”试点政策进行评价，运用交叠双重差分方法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城市的产业升级，但西部地区除外；（2）机制分析表明，

产业协同集聚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提供了支持，围绕城镇化关键要素的人力资本

配置和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对此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

的中介效应显著，且受到人力资本配置的强化影响，该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的趋势不明显。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突出的“规模偏向”特征，由此产生的“虹吸效应”挤压

了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依托城镇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空间。文章结论为发现中国转型

阶段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提供了依据，并为新趋势下由产业

升级的空间失衡和城镇化“功能鸿沟”可能造成的区域差距扩大给予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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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当前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体化程度更高，这引起全球经济发生变革（克劳斯·施瓦

布，2016），网络基础设施作为发挥核心中枢作用的先导力量，对城市产业升级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实现路径、内在机制以及在中国转型环境中需具备的要素基础、市场条件和政策重点等都有

待深入研究。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和传统基建一样，新基建同样具有准公共品属性，同时有助于形成物质资本、知识资

本以及数据资本，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数据生产要素和传统生产要素的价值（王志刚和黎恩银，

2022）。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能在生产过程中创造新的知识或者形成对未来的预测（徐翔等，

2021）；同时能够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加速科技与生产融合，提升全产业链劳动生产率（李三希

等，2023）。这意味着充当数据重要载体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先导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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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使用为例，它可增加产品的空间密度和拓展产品的空间范围（张其仔等，2023），并
通过知识溢出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互动（张勋和乔坤元，2016）。这意味着由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确立的新技术，会增强技术复杂度更高的产品及其依托的产业族群的竞争优势，加深这类经济

活动的跨区域分工程度。同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生产技术柔性化、企业区位弹性化、产

业分工广域化和市场结构网络化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通过协同集聚形成融合创新的

平台优势，为产业提高技术复杂度的升级路径创造条件，本文将重点对此展开分析。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数字经济发展领域的讨论大多侧重于技术影响，对中

国特定的转型背景与制度因素的考察存在不足。传统城镇化模式存在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服务

业发展滞后等问题，这制约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发展，不利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

释放。为此，本文尝试将中国的城镇化问题纳入研究框架，围绕产业协同集聚的路径机制，为如

何有效地发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提出发展思路与政策建议。具体意义在

于：第一，城镇化是资源空间配置的过程（杨充霖，2014），也是探讨服务业集聚的重要前提

（Kolko，2010），为产业协同集聚的发生与演化提供了环境基础。第二，中国城镇化的战略转型

会深刻影响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路径。从“以地谋发展”到“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实

施会改变资源的空间配置逻辑，追求土地扩张式竞争的行政区经济正逐步转向劳动力流动性增

强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而大规模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将助推并强化这一趋势。第三，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和区域具有深远影响，产业升级将受到技术进步与空间变革的共同作用。

在本质上，城镇化转型反映了“人”和“地”要素的价值变化及相互关系的变迁。中国城镇

化进程中的“人”和“地”关系转型经历了从“在地化”“去地化”到“再地化”的转变过程（曾国

军等，2021），①其背后是要素跨地区的再配置、产业转移与经济结构的再变动，表明城镇化的资

源空间配置功能逐渐突破行政边界的约束，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发挥了作用。然而，这两类要素

的投入属性、经济功能、产出方式均不相同，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会因为城镇化转型的路径依赖

而存在资源配置的时空非同步性，进而使得产业协同集聚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升级之间

的中介作用呈现出空间异质性。从“人”和“地”要素及其关系的角度展开分析，为解析异质性

的多重来源以及制定合适的产业升级与城市发展政策提供了参考。

随着新型城镇化对居民福利的持续改善和城市群的地位凸显，作为城镇化关键要素的

“人”与“地”及其在空间配置中的相互关系变化，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新的动力来源，具体包括：

经济密度的效率优势、人力资本集聚的外部性优势、生产服务业集聚的创新优势、区域一体化

发展的市场优势等。这些都构成了产业协同集聚的良好环境，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相结

合，为产业升级提供了空间与技术的双重条件。在中国城镇化转型的特定阶段，“人”和“地”要

素及其关系的变化通过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产业升级效应。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促进除西部地区外的城市产业升级，产业协同

集聚对此提供了路径支持，人力资本配置和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

用。总体上，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规模偏向”特征。在产业协同

集聚的支持下，1 000万人口规模以上的超大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显著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500万至 1 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产业升级得益于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和更高水平的

“人”“地”要素协调度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强化作用。当“人”“地”要素协调度处于失调区间时，

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的产业升级会受到显著抑制。而由产业升级“规模偏向”导致的“虹吸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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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根据中国城镇化转型提出的“人”和“地”要素及其关系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旨在从城镇化关键要素和资源的空间配置角度，

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与内在机制。目前学术界探讨较多的“人”和“地”的关系是哲学和地理学领

域的广义概念。为区分起见，本文在表述上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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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一步减弱了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依托城镇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的影响。这些结论说

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因产业升级的空间失衡而加剧区域发展差距，城镇化“功能鸿沟”

对弱势地区和城市的产业升级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本文的边际贡献是：（1）与以往研究偏重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直接影响不

同，本文从中国城镇化转型中“人”“地”要素及其关系变化的角度，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

城市产业升级的主要路径与实现条件，希望得出符合中国发展现实的结论与政策启示。（2）从技术、

空间和制度的维度展开机制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包括需求侧的生产性服

务业投入增加和供给侧的制造业技术水平提升，产业协同集聚为二者的关联与融合互动提供了

空间平台，并通过城镇化的资源空间配置获得“人”“地”要素及其关系变化的支持，后者在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产业协同集聚影响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3）在异质性方面，考

察了城市区位、城市规模和“人”“地”要素协调度的影响，重点围绕产业升级的空间特征和基于

城镇化资源空间配置的政策效果，探索技术进步造就城市类型的新趋势及可能带来的经济后

果，为复杂背景下的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思路。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述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

四部分是基本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评述与理论分析

（一）研究现状及简要评述

目前，关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涉及以下内容：第一，从空间角度分析网络基础设施的

属性、特征与功能。Wheeler和 O'Kelly（1999）认为，基础设施的网络结构决定了城市和区域之间

的交互关系。Grubesic（2003）指出，城市之间的互联网联接带宽已成为信息时代重要的竞争性区

位要素。第二，从政策评价的角度分析并论证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刘传

明和马青山，2020）、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马青山等，2021）、人力资本积累（夏海波等，2021）、城

市创新水平提升（张杰和付奎，2021）等方面的促进作用。第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资

源空间配置的关系。相关研究认为，网络基础设施可以加快大都市区的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

化（Fabritz，2013），改变可达性格局从而实现“在线城市化”模式（汪明峰，2016），促进城市间与

城市内的资源再配置（马青山等，2021），优化发达地区城市的劳动力配置（牛子恒和崔宝玉，

2022）。第四，与网络基础设施相关的产业融合渗透影响。郭然和原毅军（2022）认为，对于我国

绝大多数城市，互联网发展仍然是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关键因素，对高端产业协同集聚的促进

作用也更显著。王志刚和黎恩银（2022）则强调了新基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强耦合效应与拉动

作用。

相对而言，学术界对产业升级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涉及对产业升级动因和路径的分析。

具体动因包括：人口城镇化（林毅夫，2016）、贸易自由化（周茂等，2016）、数字经济发展（郭东杰

等，2022）、禀赋结构与研发创新（王勇等，2022）、技术转移（史丹等，2023）等；具体路径包括：生

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陈建军等，2016）、劳动力配置和人力资本培育（王娟和张鹏，

2018）、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盛斌和赵文涛，2020）、优化制度环境（杨继东和杨其静，2020）、提

高产业集聚水平（史丹等，2023）等。产业升级的复杂性表明，解构与论证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

产业升级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在实践层面，欧盟制定了以经济、社会与地域的融合为核心目标的“欧洲 2020战略”，并将

数字化议程列为七大行动计划之一，推动“人”“地”关系进入“调整结构与一体化发展”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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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虞孝感等，2010）。数字经济时代，流动空间成为配置资源的底层逻辑，各种功能要素的空

间流动不断冲击与重塑城市体系（邓慧慧等，2022）。在新的资源空间配置逻辑下，“人”与“地”

这两种关键要素的配置效率应具备更高的协调性。

在中国，随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上升期，城镇化步入以服务业集聚为特征的高级

发展阶段，而制造业产业升级有望在产业协同集聚的支持下迎来新的契机。鉴于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对空间的重塑路径是多元的，结构转型也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这决定了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过程会更加复杂，从而有必要将这一命题置于城镇化转型的资源配置背

景下，以制度与技术共同作用的视角来深入分析其路径机制与异质性表现。

（二）理论分析与机制假说

1.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产业协同集聚的中介作用

作为数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与新基建核心中枢的网络基础设施，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涵盖供

给与需求两侧。首先，围绕人工智能与网络基础设施投资建设，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郭

凯明等（2020）从理论角度得出了其通过深度学习、万物互联、人机交互等新的技术途径，使资

本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趋势，并体现为资本扩展型技术特征的判断。其次，网络基础

设施在投资建设中能够引致对 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通用技术的研发创新和

与之密切相关的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的需求（郭凯明等，2020）。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发

展产生的影响，主要源于技术变化、产业组织变化和最终需求变化的引导，进而能对城市生产

性服务投入品需求带来真实增长（江小涓，2011），具体参见图 1 所示。相较于工业企业特别是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技术企业和生产服务类企业能够将数字技术与生产运营快速整合，在当

期发挥其价值（田秀娟和李睿，2022）。因此，可以初步推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需求侧的影响

可能见效更快，从而在制造业发展基础良好、规模体量庞大、技术相对先进、人力资本丰富的城

市和地区将率先依托产业协同集聚的融合创新平台实现产业升级。由此，提出假说：

假说 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升级起到促进作用。

2. “人”“地”要素及其关系在产业升级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1）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根据图 1所示，在供给侧驱动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会提

高资本相对劳动的边际产出，从而促进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同时可能会更大幅度提高资本密集

型产业的产出（郭凯明等，2020），进而增大对人力资本和生产性服务投入品的需求。在需求侧

响应方面，当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到生产率提高的激励而扩大规模时，也会推动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并通过其集群化趋势促进人力资本的分工与集聚。由此，提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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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投入知识化、服务化 资本替代劳动趋势

土地供应方式
变革、租金竞争

人力资本流动、集聚的配置过程 生产效率提高

劳动力能力
素质提高

供给侧需求侧

推动生产服务业的
集群化发展

对人才与中间投入品
的需求扩大

图 1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基于供求关联的产业升级路径与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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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2：人力资本配置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具有

正向调节作用。

（2）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能伴随着土地资源低

效配置等现实问题。大城市主要表现为由于过度膨胀与集聚引发的空间不经济，诸如交通拥

挤、环境污染、住房短缺等，这些都会削弱对人力资本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吸引力；中小城市

为了追求就业增长的城镇化绩效（胡尊国等，2015），则可能锁定在低端产业发展路径上，过度倚

重劳动密集型产业会抑制知识型中间投入品和人力资本的需求，扭曲土地要素的空间配置。当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供求关联机制促进产业协同集聚时，土地市场容量将承压并加剧市场竞

争，这有利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单位土地的产出效率会随企业生产效率的整体提升而提高。

由此，提出假说：

假说 3：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

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3）“人”“地”要素的协调配置。与单一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相比，“人”“地”要素之间的配

置协调更为重要，难度也更大。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与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供给、常态化

的“干中学”机制等相关。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首先需要改变土地计划供应的配置方式，发挥市场

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刘守英等，2022）。目前，过度投放土地抑制地方经济增长的

问题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刘守英等，2020），这类城市规模较大、人力资本集中、开放度和一体

化水平最高，土地利用模式改革的紧迫性与政策空间均较大。除了政府主导协调二者关系以

外，市场力量的作用也不容忽视。Behrens 等（2014） 研究发现，企业效率会促使集聚经济与城市

成本在更高的水平上达成均衡，本文认为当城市在提高劳动力能力素质和吸引人力资本方面采

取举措时，同时应对由此带来的住房与公共服务需求增加、产业结构调整、拥挤效应缓解等方

面的土地成本覆盖问题。因此，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如果要向更高层次的集聚经济优势跃迁，协

调“人”“地”要素配置无疑是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严峻挑战。由此，提出假说：

假说 4：“人”“地”要素协调配置难以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产业升级

的过程中发挥普遍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选择

根据 Angrist和 Pischke（2009）的研究，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通过加入控

制组和对照组，有效地控制样本选择和遗漏变量问题，在政策评估中得到了广泛应用。2013年，
国务院印发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试

点政策。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名单。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中国 265个地级市，由于已经确立的 117个示范城市（城市群）并非对应 117个地级市，其中涉及

一个地级市中设立多个示范区的情况，包括 2015 年成为试点的重庆市江津区和荣昌区及

2016 年成为试点的重庆市九龙坡区和北碚区。鉴于重庆仅有 10.52% 的区县入围，且分布在不

同的年份，为避免重复计算带来的偏误，本文剔除重庆市。经过进一步筛选与匹配，剔除数据严

重缺失的地级市及少数民族集聚区，最终对应 104 个地级市。所以，在选择的 265 个地级市中，

104个地级市构成“实验组”，其余 161个未获批示范的地级市构成“控制组”。据此本文构建双

向固定效应的交叠双重差分方法，以检验“宽带中国”战略影响产业升级的净效应，具体设定如

式（1）所示：

胡    彬、王媛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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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strui,t = α0+α1didi,t +ϕXi,t +ηi+µt +εi,t （1）

η µ ε

α1

式（1）中，stru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的产业升级水平，选用城市产业的技术复杂度衡量，

下标 i 表示城市个体，t 表示所处年份； 为城市固定效应， 为时间固定效应， 为随机误差项；

核心解释变量 didi,t 为双重差分估计量，其系数 表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所带来的净效应。

X 为控制变量组，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化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对外开放程

度、地方政府规模及城市禀赋。

为了验证“宽带中国”战略的政策实施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为：

lncaci,t = β0+β1didi,t +ϕXi,t +ηi+µt +εi,t （2）

lnstrui,t = γ0+γ1didi,t +γ2lncaci,t +ϕXi,t +ηi+µt +εi,t （3）

α1 β1 γ1 γ2 |γ1| < |α1|
式（2）和式（3）中，cac 为中介变量，表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根据温忠麟等

（2014）的研究，估计系数 、 、 和 均显著,且 时中介效应存在。

考虑到城镇化转型中，“人”“地”要素及其关系的动态变化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协

同集聚之间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lncaci,t = θ0+ θ1didi,t + θ2medit + θ3didi,t ×medit +ϕXi,t +ηi+µt +εi,t （4）

式（4）中，med 表示调节变量，包括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反映“人”“地”

要素关系变化的协调度指标（简称为“要素协调度”）。

（二）变量说明

strui,t =
[∑

sops,i,t/
(∑

k prok/n
)]
/
∑

sops,i,t prok =
∑

c

(
yc× pexck/

∑
c pexck

)
ops,i,t yC

pexck

1. 被解释变量：产业升级（stru）。借鉴周茂等（2016）的研究，选用城市层面的技术复杂度指

代产业升级水平，定义 。其中，  ，

表示产品层面的技术复杂度。 表示 i 城市在 t 年份 s 产业的产值占比； 为出口国 c 的人均

GDP； 为 c 国产品 k 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s 表示产业；i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c 表示

国家。由于在样本期内行业分类标准分别在 2011 年（GB/T 4 754-2011）和 2017 年（GB/T 4 754-

2017）进行过两次调整，本文将分类标准统一后展开计算。

2. 核心解释变量：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虚拟变量（did）。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国家发改委联

合发布的公告中的“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名单，若城市 i 在 t 年被列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则

城市 i 在 t 年及以后年份中取值 didit=1，否则为 0。

κni =
[
(
∑

hEihe−Tnh/
∑

he−Tnh )/En

]
/ (Ei/E) Tnh

Eih En

Ei E

cacni j = 1−
(∣∣∣κni− κn j

∣∣∣/κni

)

3. 中介变量：产业协同集聚（cac）。参考陈国亮和陈建军（2012）的研究和区位熵公式，首先

构建城市 n 产业 i 的集聚指数：  。其中， 表示城市 n 到城市

h 的距离，采用城市中心距离的里程数来表示； 表示第 h 个城市产业 i 的从业人数； 表示城

市 n 的总从业人数； 表示整个产业的从业人数； 表示全国总从业人数。然后，衡量城市 n 中

产业 i 和产业 j 的协同集聚水平： 。该指数越大，表示城市产业间的协同

集聚水平越高。

ecoliϑt =
∑Ni

ϑi=1∆mpliϑt∆siϑt ϑ ∈ [1, · · ·Ni]

∆mpliϑt = mpliϑt −mplit mpliϑt = ξyivt/livt

∆siϑt = siϑt − s̄it

4. 调节变量。本文的调节变量包括人力资本配置效率（ecol）、土地利用效率（eland）及“人”

“地”要素协调度（rel）。首先，ecol 的计算借鉴曲玥（2020）的思路，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展开测

算。具体来说， ，其中， i 表示城市， 表示企业， t 表示时间；

，其中，  表示人力资本生产率，ξ 表示人力资本产出弹性，y 表

示企业产出，l 表示人力资本投入总量，采用企业研发人员总量表示； ，s 表示企业

人力资本投入份额，采用企业研发人员数目与企业从业人员数的比值计算。其次，eland 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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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 =
[
2(ecol× eland)1/2/ (ecol+ eland)

]1/2
(1/2)1/4(ecol+ eland)1/4

借鉴陈超凡（2016）的研究方法，运用至强有效前沿的最远距离函数与 ML 指数对土地利用效率

进行测算。投入要素涵盖资本、土地、劳动力。其中，资本投入选用折算后的固定资本存量指

代；土地投入选用市辖区建设用地面积表示；劳动力投入选用非农就业人口数量表示。产出要

素分为期望产出及非期望产出。其中，期望产出包括非农产业增加值、职工平均工资及城市绿

化覆盖率，非期望产出以二氧化硫排放量来衡量。由于二氧化硫排放量未公布市辖区层面数

据，本文以市辖区 GDP 与全市生产总值之比为权重，对二氧化硫排放量进行等比例折算。同

时，鉴于 ML 指数表示土地利用效率的相对变化，借鉴邱斌等（2008）的方法，对土地利用效率进

行累乘变换调整，以获取土地利用效率的实际值。最后，rel 的测算借鉴马丽等（2012）的方法，

。

5. 城市特征变量：经济发展水平（eco）选用城市人均 GDP 表示；固定资产投资（fix）选用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市场化水平（mar）选用私营与个体从业人数占总

从业人数的比重来表示；技术创新水平（tech）从创新投入的角度衡量，采用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与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表示（林伯强和谭睿鹏，2019）；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外商直接投

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地方政府规模（gov）采用城市公共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

重表示；城市资源禀赋（base）借鉴李虹和邹庆（2018）的研究，采用采掘业①从业人员占城市年末

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 2006—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宽带中国”战略对产业升级的影响。②

在测算过程中，删除了数据缺失严重的地级市样本，其余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阅网站或用插值

法进行填充，最终保留 264个地级市样本。同时，为了排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对所

有数据在 1%和 99%分位做缩尾处理来平滑数据。表 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tru 产业升级 3 960 3.0800 22.2739 1.4800 3.9100

did “宽带中国”虚拟变量 3 960 0.1583 0.3651 0.0000 1.0000

cac 产业协同集聚 3 960 0.5124 0.2357 0.0000 0.9996

ecol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 3 960 0.4089 3.4531 0.0012 1.0000

eland 土地利用效率 3 960 0.9258 1.6087 0.0411 7.2146

rel “人”“地”要素协调度 3 960 0.1869 0.1615 0.0277 0.8512

eco 经济发展水平 3 960 4.7261 10.6694 0.0099 42.1762

fix 固定资产投资 3 960 3.6098 14.2245 0.5546 22.0000

mar 市场化水平 3 960 1.1415 0.9032 2.3183 26.6607

tech 技术创新水平 3 960 9.3089 58.1594 0.0000 3.6473

open 对外开放程度 3 960 1.3840 4.0574 0.0000 2.8542

gov 地方政府规模 3 960 10.0669 47.0207 3.0000 25.3007

base 城市资源禀赋 3 960 2.1687 2.0993 0.9562 2.4076

胡    彬、王媛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产业升级

 ① 采掘业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采伐及自来水的生产与供应等细分行业。

 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产品出口相关数据来源于 CEPII-BACI数据库；从业人员数据来

源于 CEIC数据库；企业研发人员数据及产出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企业研究数据库，基于上市公司股票代码、行业代码及披露年份进

行匹配，筛选出属于制造业及生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业、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企业，并剔除数

据严重缺失和 ST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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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2 报告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列（2）在控制了城市间差异因素的影响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相较于列（1）中的系数略有减小，说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

城市的产业升级。分区域样本的回归结果发现，东部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最

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
  

表 2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产业升级：基准回归结果

（1）全样本 （2）全样本 （3）东部 （4）中部 （5）西部

did 0.0338*** 0.0130*** 0.0309*** 0.0134** −0.0114

（14.40） （4.72） （5.90） （2.33） （−1.03）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 960 3 960 1 558 1 558 1 558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中为t值，下表同。
 

（二）动态效应检验

使用交叠双重差分估计的前提是平行趋势假定，即在政策冲击之前，实验组与控制组具有

共同的变化趋势，且不随时间变化产生系统性差异。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展开“宽带中国”战略

的动态效应检验。具体来说，借鉴沈坤荣和金刚（2018）的研究，将式（1）中的 did 替换成“宽带中

国”战略实施前后七期的哑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产业升级的对数，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lnstruit = δ+
∑t=−1

t=−7
δiteventit +δ0event0+

∑t=7

t=1
δiteventit +ϕXit +ηi+µt +εit （5）

event0

t ∈ [−1,−1]

t ∈ [1,7]

δi

式（5）中， 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

时间的哑变量，当 时为“宽带中

国”战略实施前期，当 时为“宽带中

国”战略实施后期。图 2 报告了动态处理效

应估计系数 的大小及其 90% 置信区间。可

以发现，“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前哑变量的估

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宽带中国”战

略实施之前的产业升级指数不存在显著差

异，证明本文中设定的实验组和控制组满足

平行趋势假定，且在 2013年以后实验组相对

于控制组的产业升级水平出现较大的提升是

由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影响，而非事前

差异的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①

1. 安慰剂检验。为验证研究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通过随机产生“宽带中国”战略的实验组和

处理组展开安慰剂检验。保持“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时间不变，假定 t 年 n 个城市被作为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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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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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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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时间（年）

图 2    “宽带中国”战略对产业升级影响的

动态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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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则从 t 年及其以前的非试点城市中随

机抽取 n 个城市作为处理组，并重新估计系

数。将此过程重复模拟 1  000 次，如图 3 所

示，得到 did 系数估计值的主要分布在 0 附

近，且小于表 2 列（2）中系数估计值 0.13，表
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净效应具有明显

的指向性，对于试点城市有显著作用。这意

味着“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对产业升级的

影响并非偶然事件，即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 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为了

克服“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非随机选择性

偏差，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思路是：首先，设定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是否属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虚拟变量，匹配变量为城市属性特征变量，

主要涵盖本文中的控制变量，并基于 logit 模型计算样本城市的倾向得分；其次，从“宽带中国”

非示范城市中选取一组与示范城市在倾向得分上较为接近的城市作为对照组，按照一对一近邻

有放回方式进行匹配，而运用倾向得分匹配需满足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后示范城市与

非示范城市间的偏差显著降低，匹配效果较优。最后，基于匹配后的新样本，本文检验了“宽带

中国”战略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作用关系，回归结果显示，系数大小、方向及显著性与基础回归结

果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3. 更换代理变量。借鉴袁航和朱承亮（2018）的研究，本文使用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来度量地

级市的产业升级水平，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

的方向与显著性未呈现明显差异。

4. 改变样本行政级别差异。为排除城市行政级别差异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本文在试点城

市中剔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使用剩余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

量的估计系数方向与显著性未出现明显差异，模型是稳健的。

5. 工具变量法。本文选用地形起伏度作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工具变量，以解决可能存

在的内生性。由于城市地形起伏度为截面数据，借鉴杨本建和黄海珊（2018）的研究，选用城市

地形起伏度标准差与时间变量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选择原因是：城市地形起伏

度直接关乎网络基站建设成本及网络信号强度，并会影响城市的网络普及率，从而对城市宽带

发展及是否入选“宽带中国”试点城市产生影响；同时，城市地形起伏度是外生的，不会对城市

产业升级产生直接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

估计系数相比于基准回归中有所增大，说明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后，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更强。

6. 排他性检验。考虑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的选择可能受到城市属性及其他区位导

向性政策的影响，本文引入三个国家层面的重大区位导向性政策，具体包括国家级高新区政

策、经济特区试点政策、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本文设定估计方程如式（6）：

lnstrui,t = λ0+λ1didi,t +λ2htzi,t +λ3 smarti,t +λ4 j jtqi,t +ϕXi,t +ηi+µt +εi,t （6）

λ htzi,t smarti,t

j jtqi,t

其中， 为双重差分估计系数； 表示是否为国家级高新区； 表示是否为智慧城市试点

城市； 表示是否为经济特区，均为哑变量。在样本期内，如果城市 i 在 t 年成立了国家高新

区（经济特区或智慧城市），则该城市 i 在 t 年及之后的年份取值为 1，否则为 0。实证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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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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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中国”战略显著促进了产业升级，其他区位导向性政策效果不显著，说明产业升级作用是

由“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导致的。

五、扩展分析

（一）机制分析

|γ1| < |α1|

表 3的列（1）显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通过在供需两侧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形成的结构性关联，促进了产业协同集聚的

发展。列（2）中产业协同集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它能够显著地促进产业升级。结合表 2
列（2）和表 3 列（2）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系数可知， 且显著为正，sobel 检验的 p 值小于

0.05，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存在以产业协同集聚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假说 1得
证。为进一步验证假说 2，本文在式（4）中分别加入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交

互项、土地利用效率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交互项以及要素协调度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交互

项，以检验“人”“地”要素及其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列（3）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协同集聚之间的关联

效应需要借助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来增强，而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则会削弱这种关联

性。因此假说 2得证。列（4）中土地利用效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土地利

用效率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强化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

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因此假说 3得证。
 
 

表 3    中介机制与“人”“地”要素及其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

（1）lncac （2）lnstru （3）lncac （4）lncac （5）lncac （6）lnstru

did 0.1435*** 0.0099*** 0.1003** 0.5439* 0.1589*** 0.0060***

（5.34） （3.51） （2.45） （4.08） （3.23） （3.44）

lncac 0.0216*** 0.1803***

（8.37） （8.16）

×lnrel did 0.0952*** 0.0047

（3.97） （1.58）

lnrel −0.0670*** 0.0043***

（−8.99） （3.82）

×lnecol did 0.0366***

（3.75）

lnecol 0.0082**

（2.32）

×lneland did 0.0791*

（1.81）

lneland 0.0942***

（6.83）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 960 3 960 3 960 3 960 3 960 3 960
 

列（5）中要素协调度与网络基础设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产

业协同集聚之间的关系受到要素协调度的正向调节。这里的经济含义是：第一，产业协同集聚

源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供需两侧的产业关联互动，由资本替代劳动引起的人力资本配置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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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土地配置过程，二者之间的不协调变化会影响产业升级的稳定

性；第二，当地方政府通过城市化来推动结构转变时，具体的土地利用模式还需配合人力资本策

略，同时地方政府还应在土地供应方面为匹配的产业类型及就业人口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列

（6）中要素协调度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它可直接且显著地影响产业升级，这与近年来政府转

变土地利用模式、调整土地利用结构的政策有关。要素协调度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交互项系数

为正，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结合列（5）的要素协调度显著为负的结果，表明要素协调度对产业协

同集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约束，由制度性因素造成的“人”“地”配置效率协调度不高，起到了显

著的负面影响，并且部分抵消了由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驱动的技术进步力量引致的适应性调整作

用。由此，假说 4得证。

（二）异质性分析①

1. 区位异质性。根据回归结果，东部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其

有利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发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了产业升级。根据回归

结果，土地利用效率与网络基础设施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力资本配置

与网络基础设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产

业协同集聚间的关系存在强化作用。中部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为正，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说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尚未表现出明显的趋势性。土地利用效率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土地集约利用能够促进产业协同集聚，但它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交互项系

数显著为负，表明后者会通过增强空间关联弱化前者对产业协同集聚的促进作用。根据回归结

果，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可

以弱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协同集聚的负向影响。结合表 2中列（5）显示的西部地区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负向不显著影响，说明西部地区在提升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和土地利

用效率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它们与产业协同集聚之间的关系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2. 城市规模异质性。依据国家标准和分析需要，把城市具体划分为人口规模大于 1 000 万

城市（超大城市）、500 万—1 000 万人口城市（特大城市）、300 万—500 万人口城市（I 型大城市）、

100万—300万人口城市（II型大城市）以及 100万以下人口城市（中小城市）。根据回归结果，超

大城市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系数为 0.04，高于全国水平，在 1%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并且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对超大城市产业协同集聚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交互项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它对

超大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协同集聚的正向强化作用不明显。根据回归结果，特大城市

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超大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土地利用

效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即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可以通过产业协同集聚强化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的产业升级效应，说明在特大城市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有效的。根据回归结果，I型大城市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网络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交互项的估计系数

及其与土地利用效率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对于 I型大城市，“人”“地”要素的高

效配置与利用作为产业协同集聚的促进因素，有利于释放网络基础设施的本地产业升级效应。

3. 要素协调度的异质性。本文从城市区位、城市规模的双重维度展开分析。根据回归结

果，相比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超大城市的要素协调度强化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协同集聚

的促进作用。根据回归结果，对于特大城市，西部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及其与要素协

胡    彬、王媛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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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且明显大于东部及中部地区。根据回归结果，中部地区 I型大城市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其与要素协调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要素协

调度不利于产业协同集聚。而对于西部地区的 II型大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协同集聚

的促进作用受到要素协调度对产业协同集聚的正向强化作用。中部地区中小城市的情形与西部

地区的 II 型大城市相近，但影响程度要远大于后者，说明要素协调度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在城

镇化过程中注重对关键要素的优化协调配置，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劣势区位和中小城市的产业

协同集聚。

[0,0.3] [0.3,0.5] [0.5,0.7] [0.7,1.0]

接下来，从要素协调、城市区位、城市规模这三个维度来划分城市类型，参照王成和唐宁

（2018）的研究，将要素协调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 、 和 ，分别为失

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的区间。根据回归结果，在城市区位方面，随着东部地区要

素协调度的不断提高，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倒“U”形的变化特

征。在中部地区，要素协调度的变化与网络基础设施的城市产业升级效应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显

的趋势性。在西部地区，位于中度协调区间的城市产业升级效应显著，而位于失调区间的城市，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利于产业升级。在城市规模方面，超大城市的要素协调度在失调、基本协

调及中度协调时均能促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且随着协调度的提高其边际效应

呈递减趋势。对于特大城市，随着要素协调度的升高，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升级的边际

效应呈现递增趋势。对于 I型大城市，当要素协调度处于基本协调阶段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

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才能逐步发挥出来。对于 II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当要素协调度处于失调

状态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利于产业升级。在耦合协调度方面，当要素协调度在 0与 0.3之间

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当要素协调度小于 0.7时，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对超大城市的产业升级具有最显著的促进作用。上述结论的启示是：当要素协

调度处在失调区间时，只有在高水平的城镇化阶段才具备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以在促进产业协同

集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此时的劣势区位和中小城市已经被排斥在了产业升级的可能性之

外。本文把这两种情形的悬殊差距称为城镇化资源空间配置的“功能鸿沟”，它是造成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升级“规模偏向”的主要原因。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研究对象，以 2006—2020年全国地级市为样本，运用交叠双

重差分方法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了西部地区以外的城市产业升级。（2）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为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提供了支持，围绕城镇化关键要素的人力资本配置和土地利用效率提高

对此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中介效应显著，且受

到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强化影响，该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的趋势不明显。总体上，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突出的“规模偏向”特征，由此产生的“虹吸效应”

挤压了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依托城镇化资源配置功能的政策余地。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两个主要判断：第一，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经由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产业升级的异质性影响正在引发新一轮的要素集聚和产业空间格局

变化。正如英国学者芬巴尔•利夫西（2018）在探索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差异时所指出，随着劳

动力成本在总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廉价劳动力对企业生产工厂选址的影响将越来

越小，企业在不同地区的生产规模将取决于区域市场和本地市场的规模。第二，在中国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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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特定背景下，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与土地利用效率的变化对产业协同集聚产生的差异化调

节作用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重塑产业升级的地理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城镇化资源空间配置中

存在的“功能鸿沟”使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呈现显著的“规模偏向”，不但进一

步收窄了劣势区位和中小城市的政策空间，还可能成为扩大区域发展差距的现实动因。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根据地区和城市规模等级的差异，结合城镇化关键要

素的配置重点，挖掘有效的政策空间，通过形成供求关联的产业协同集聚机制，更大限度地释放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其次，探索弱化“地理邻近”局限性的有效措施，重点培育

“组织邻近”的虚拟协同集聚优势，为释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提供政策

支持。现代服务业虚拟集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新型组织形态（张青和

茹少峰，2021），可以作为中西部地区未来重点探索的发展方向。最后，警惕由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通过产业升级带来的“虹吸效应”加剧、区域差距扩大以及弱势地区和城市面临的政策空间

局促困境等可能后果，既要在中央政府层面加强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供给能力，也要避免弱

势地区和城市忽视自身比较优势而盲目追求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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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gglomeration, and Urban Industrial Upgrading:

Based on the Elements of “People” an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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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Under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core hub of new infrastructure,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new technology paradigm and spatial logic, has an impact on urban industrial upgrading based on more ef-
ficient and extensive resource allocation capacity. Its realization path, internal mechanism, essential elements,
market conditions, and policy priorities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 environment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Tak-
ing national cities from 2006 to 2020 as the samp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ath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o-
agglom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 and “land” elem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changes to evalu-
ate the pilot policy of “Broadband China”,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urban industrial upgrading using the staggered DID method.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motes urban indus-
trial upgrading, except the western region. Second,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indus-
trial upgrading effect of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ocusing on the alloc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use efficiency, which are the key elements of urbanization, has a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Third, in terms of heterogeneit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in the eastern re-
gion is significant, and it is strengthen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while the
trend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not obvious. Supported by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effect of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megacities with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10 million is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For megacities with a population of 5-10 million, the enhancement of land use effi-
ciency and a higher level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elements have a strengthening effect
on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effect of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
tion. The lack of effective support for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restricts urban industrial upgrading with a
population of less than 5 million. When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people” and “land” elements is in the
imbalance range,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will be sup-
pressed.
　　On the whole, the promotion of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o urban industrial upgrading presents
a prominent “scale bias” feature, and the resulting siphon effect squeezes the policy space for western region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by relying on urbanization resource alloca-
tion. The conclusions provide a basis for discovering the influence path and mechanism of network infrastruc-
ture construction on urban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 stage, and give policy enlighten-
ment for the regional gap that may be caused by the spatial imbalance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he “func-
tional gap” of urbanization under the new trend.

Key words: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transformation of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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